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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土耳其族问题一直是保加利亚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保加利

亚与土耳其关系的关键问题。 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政策变化导致历史上出现土耳

其族间歇性的移民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强迫改名和同

化政策，使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的关系严重恶化，并引发了二战后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

民浪潮。 冷战结束后，随着保加利亚入欧进程的开启和保土两国关系的改善，保加利亚对

国内土耳其族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土耳其族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与主体

民族保加利亚族实现了政治和解。 保加利亚对于土耳其族问题的治理经验和教训，为类

似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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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族是保加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巴尔干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境外土耳其人群

体。 自 １９ 世纪末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以来，国内的土耳其族屡遭保加利亚政府的歧

视和压制，出现多次间歇性移民潮。 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的排斥在 １９８９ 年达到顶点，当时保加利

亚强化了 １９８４ 年提出的所谓的“复兴进程”，迫使 ３０ 多万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逃往土耳其，给
土耳其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作为二战后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发性移民潮，这一事件

在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保加利亚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

成为影响保加利亚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还成为影响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关系的关

键因素。 冷战结束后，随着保加利亚政治转轨和土保两国关系的改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地位有

了实质性的提高，与主体民族的关系也由紧张走向和解。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问题一度非常严重，
但没有演变成国家政治危机，也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酿成大规模暴力冲突并发展为族际战争。 作

为巴尔干民族问题治理较为成功的案例，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可以为巴尔干乃至其他地区族际

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国外学者从民族政策、政治动员、司法机制、文化认同、政党制度等方面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

题进行研究，①多集中在对 １９８９ 年保加利亚驱逐土耳其族这一事件以及对保加利亚转轨后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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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号：２０ＸＧＪ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

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Ｔｏｍａｓｚ Ｋａｍｕｓｅｌｌａ，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１９８９ 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 Ｈüｓｅｙｉｎ Ａｌｐｔｅｋｉ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ｙｐｒ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１５， ２０１７； Ｔａｍｅｒ Ｋöｋｓ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ｏｓｔ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Ｕｌｕｓｌａｒａｒａｓｉ Ｈｕｋｕｋ 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ｖｏｌ． ９， ｎｏ． ３４， ２０１３； Ｔｏｍａｓｚ
Ｋａｍｕｓｅｌｌ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ｏｎ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９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ｕｒｋ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Ｒｏｓｓｅｎ Ｖａｓｓｉｌｅｖ，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１， ２００２．



治的探讨。 比较而言，相关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政治和解的研究并不充分，对保加利亚政

治转轨与民族和解二者关系的分析尚不多见①，而对于影响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走向的土耳其

因素和欧盟因素的研究也不足。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尚缺乏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演

变的系统性考察，对冷战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的政治和解，双方的政治互动缺乏研

究。② 本文拟梳理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政策变化及土耳其族的地位变迁，并分析土耳其和

保加利亚两国关系与土耳其族问题的复杂互动，进而探讨冷战结束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主体民

族实现政治和解的过程和影响。

一、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由来与演变

保加利亚国内除主体民族保加利亚族外，还有土耳其人、波玛齐人③、罗姆人④以及其他规模较

小的族群，其中土耳其人一直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大多为奥斯曼帝国晚

期留在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后裔，讲土耳其语地方方言，信奉伊斯兰教，且主要为逊尼派，
在历史、文化以及族裔方面都与土耳其存在密切的联系。 土耳其族主要分布在保加利亚的东南部

和东北部。⑤ 根据保加利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２０１１ 年）数据，土耳其族人口数量为 ５８８３１８ 人，大
约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 ８． ８％ ，仍然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⑥

（一）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及土耳其族问题的历史由来

关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来源，学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土耳其族是奥

斯曼帝国征服保加利亚后从安纳托利亚迁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驻军和

官员、阿訇、商人以及农民；另一种看法认为，土耳其族是奥斯曼统治数百年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

利亚人。⑦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土耳其人是否存在族裔联系。 对此，土耳

其学者多持第一种观点，而保加利亚学者大多认可第二种看法。 两种观点源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对奥斯曼统治的历史及其遗产截然不同的叙事。 土耳其人将奥斯曼帝国对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东

南欧的统治描绘为文化多元、宗教宽容与族群和谐的时代，而保加利亚则将这段历史视为充满血

腥、暴力与奴役的“土耳其枷锁”岁月。 如果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可能更加接近事实，即保加利

亚的土耳其族既有奥斯曼帝国时期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突厥移民，也有被土耳其化的斯拉夫人，而移

民的后裔构成了今日土耳其族的基础。 当然，也有人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中一些土耳其族是中世

纪早期突厥部落佩切涅格、乌古斯的后裔，早在 １３ 世纪已经定居保加利亚。⑧ 不过，这种看法并不

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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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细谱回顾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形成和发展，并介绍了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对土耳其人问题的态度，但由于论文发表较早，
未涉及冷战后保加利亚土耳其人问题的最新发展。 参见马细谱：《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问题》，载《世界民族》，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赵彩燕对

政治转型中的土耳其族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未分析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的相互关系，而且忽视了欧盟这一关键因素。 参见赵

彩燕：《保加利亚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波玛齐人”又称“波马克人”，保加利亚语发音更接近波玛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讲保加利亚语。
“ 罗姆人”即“吉普赛人”，保加利亚的吉普赛人自称为罗姆人。
根据 １９９３ 年保加利亚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土耳其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为：克尔贾利州南部（６５． ７％ ）、锡利斯特拉

（３３． ５％ ）、舒门（３０． ３％ ）、拉兹格勒（４７． ４％ ）、特尔戈维什特（３２． ８％ ）。
Ｋｕｔｌａｙ Ｍｕｚａｆｆｅｒ，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ｅｒ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５，

ｎｏ． 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１ 年以后保加利亚再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
这一观点成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保加利亚政府实行同化土耳其族的“复兴进程”的理论依据。
Ａｌｉ Ｅｍｉｎｏｖ， “Ｔｕ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ａｔａｒ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０．



无论持何种观点，学界基本认可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历史

上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保加利亚超过五百年。① 作为奥斯曼帝国通往欧洲的主要通道，保加利亚

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带。 从 １４ 世纪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人移居巴

尔干，而保加利亚是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１８ 世纪俄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对手，黑海和

巴尔干成为俄国在欧洲扩张的重点方向。 奥斯曼帝国出于战略原因，加强在保加利亚的力量，在政

府的支持下大量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移居保加利亚。 在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俄土战争爆发前，保加利亚

１ ／ ３的人口为穆斯林，其中大部分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其他为波玛齐人、吉卜赛人和鞑靼人。 奥斯曼

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在保加利亚的城镇，在主要城市人口中占多数。 １８７８ 年俄土战争之后，奥斯曼

帝国被迫给予保加利亚自治地位。 １９０８ 年保加利亚宣布正式从奥斯曼帝国独立。 至此，遗留在保

加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彻底沦为少数民族。 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与国内的土耳其族之间在族裔、
宗教以及文化方面的差异根深蒂固，加之双方历史上形成的积怨，在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下，经常表

现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到保加利亚的政治进程，也成为影响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关系的重要问题。
（二）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引发的移民潮

受国际环境和保加利亚国内政治的影响，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多变，引发了历

史上出现土耳其族的间歇性移民潮。 可以说，移民潮既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激化的表现形式，
也是其结果之一。 土耳其族移民的主要对象国为土耳其。 除了历史和族裔联系外，由于保土两国

山水相连，地缘也是影响土耳其族移民方向的重要因素。
战争是二战前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国外的主要原因。 １８７７ 年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从巴

尔干半岛和高加索两个方向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 奥斯曼帝国战败，被迫承认保加利亚自治。
居住在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担心受到迫害，持续迁往奥斯曼帝国。 到 １９００ 年，土耳其族已

从 １８７５ 年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 ３３％ 降到 １４％ 。② １９１２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

节节败退，巴尔干穆斯林③大规模迁往安纳托利亚。 其中约有 ２０ 万土耳其族从保加利亚占领下的

西色雷斯逃往奥斯曼帝国。 １９１３ 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签署了人口

互换协议，有 ４． ７ 万名保加利亚族从奥斯曼帝国迁往保加利亚，４． ９ 万名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前

往奥斯曼帝国。④ 不过，人口互换协议涉及的土耳其族只占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很小的一部分，保加

利亚境内仍然存在大量的土耳其族。
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一同加入了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保

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暂时进入休眠状态。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都有改

善关系的愿望，两国于 １９２５ 年再次签署人口互换协议，大约有 １０ 万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土耳

其。⑤ 一战结束后，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外迁。 相关数据显示，１９２３—１９３９ 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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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３６３ 年奥斯曼军队直抵保加利亚，１３９３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保加利亚全境，正式将保加利亚纳入版图。
〔美〕克兰普顿著，周旭东译：《保加利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６ 页。
奥斯曼帝国晚期，居住在巴尔干的穆斯林除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外，包括在奥斯曼时期整体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被伊

斯兰化的部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 此外，还包括鞑靼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吉普赛人等。 巴尔干的土耳其族与其他穆斯林的主要

区别在于讲土耳其语，其他穆斯林大多讲本民族语言，如保加利亚的波玛齐人讲保加利亚语。
Ａｈｍｅｔ Īçｄｕｙｇｕ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ｚ Ｓｅｒｔ， “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ｔｏ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Ｈａｎｓ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ｅｄ．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 Ｆｒｏｍ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 ８８．

Ａｙｓｅ Ｐａｒｌａ，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Ｔｕｒｋｉｓｈ Ｂｏｒｄｅｒ”，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４， ｎｏ． ４， ２００３．



将近 ２０ 万土耳其族从保加利亚迁往土耳其①，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年有超过 １． ５ 万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迁往

土耳其。② 虽然土耳其族不断外迁，但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再加上 １９４１ 年南多布罗加从罗马尼亚并

入保加利亚，居住在南多布罗加的土耳其人成为保加利亚国民，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人口数量仍然

有所增加。
二战后，保加利亚政治体制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成为土耳其族移民国外的直接原因。 冷战时期，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出现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时间分别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６０ 年代末至 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末。 １９５０ 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教育国家

化，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实行严格的管制，土耳其族的学校被关闭或者由国家控制。③ 这一政策

引发了土耳其族的普遍抵制。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年，有 １５４３９３ 名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④

根据 １９５６ 年人口普查结果，保加利亚人口总数为 ７６１３７０９ 人，其中土耳其族有 ６５６０００ 人，土耳其

族人口比例为 ８． ６％ 。⑤ １９５１—１９６８ 年，由于保加利亚政府禁止移民，土耳其族的移民活动基本上

停止。 １９６８ 年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署了为期十年的《离散家庭协议》，允许亲属在土耳其的土耳其

族离开保加利亚和家人团聚。 截至 １９７８ 年，有 １５６０００ 名土耳其族移民土耳其。⑥ 该协定于 １９７８
年期满后，土耳其族人的移民活动再次停止。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保加利亚政府实行新的民族政策，试图推动少数民族融入保加利亚主体

民族，以建立族裔同质的国家。 这一政策在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年所谓的“复兴进程”⑦中达到高潮。 政府

不再承认保加利亚存在少数民族，宣称境内所谓的“土耳其族”是奥斯曼帝国奴役保加利亚时被迫

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的后裔，与现代土耳其人不存在族属关系。 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

尔·日夫科夫宣布要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帮助这些迷失的保加利亚人找到自己“真正的身

份”。 日夫科夫政府决定对国内的土耳其族实行强制改名和同化政策，土耳其族必须改用保加利

亚或者斯拉夫名字。⑧ １９８４ 年春，保加利亚政府批准了要求土耳其族改名的法令。 同年 １２ 月，这
一法令进入实施阶段。 针对土耳其族的“复兴进程”包括：禁止用土耳其名字；禁止在公共场合讲

土耳其语；禁止穿戴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传统服饰；禁止出版土耳其语书籍；禁止土耳其歌曲和舞

蹈；禁止土耳其族葬礼习俗和传统节日。 １９８９ 年土耳其族公开抵制同化政策，举行了广泛的示威

活动，要求恢复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保加利亚政府将抗议运动领导人和很多土耳其族知识分子驱

逐出境。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土耳其人问题”，保加利亚政府向那些自认为是“土
耳其人”的居民发放移民护照。 这一政策导致了土耳其族从保加利亚大规模地外逃。 到 ８ 月底，当
土耳其政府关闭边境时，有 ３０ 多万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进入土耳其。⑨

１９８９ 年底，保加利亚政治局势发生变化。 随着日夫科夫下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的改革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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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ｉｌâｌ Ｎ． Ｓｉｍｓｉｒ，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１８７８ － １９８５），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Ｒｕ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 １９８８， ｐ． １６６．
Ａｈｍｅｔ Īçｄｕｙｇｕ ａｎｄ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ｓｃｉ， 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Ｂｉｌｇ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０．
Ｂｅｌｔａｎ， Ｓ． 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１９８０ Ｔｕｒｋｉｓｈ⁃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Ｂｏĝａｚｉç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 ｐ． ２５．
Ａｌｉ Ｅｍｉｎｏｖ，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Ｐｏｓｔ⁃１９８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１９９９．
Ａｌｉ Ｅｍｉｎｏｖ，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Ｐｏｓｔ⁃１９８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１９９９．
Ｂｅｌｔａｎ， Ｓ． 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１９８０ Ｔｕｒｋｉｓｈ⁃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 ｐ． ２１．
当时保加利亚政府宣扬国内的土耳其人是历史上被强迫改宗的保加利亚人，要找回自己真正的信仰，实现文化上的复兴和重

生。 保加利亚语词汇为“Възродителен процес”，其中“Възродителен”可以翻译为复兴、再生、重生。
１９６２ 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８１ 年保加利亚政府颁布法令要求穆斯林罗姆人、波马齐人改用保加利亚名字，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引起反

对。 参见 Ｅｌｋａ Ｔｏｄｏｒｏｖａ，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Ｊｏｎ Ａｎｓｏｎ（ｅｄ．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Ｖｅｒｍｏｎｔ： Ａｖｅｂｕｒｙ， １９９３， ｐ． １７７．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ｏｊｋｏｖ，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ｓ Ｔｕ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６， ｎｏ． ３， ２００４．



弃了原来的同化政策，部分之前迁往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开始回流。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后大约

有 １５ 万人返回保加利亚，但仍有 ２０ 多万人选择留在土耳其。① 保加利亚转轨初期，土耳其族集中

分布的地区经济状况恶化。 这些地区的土耳其族主要从事烟草种植和加工，苏联是其主要的出口

市场。 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区的烟草出口受阻，很多土耳其族失去生活来源。 此外，这些地区在基

础设施方面本就相对落后，转向自由经济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 土耳其族聚集区经济形

势的恶化使得土耳其族向外移民的活动再次开始，移民的主要方向为土耳其和欧盟国家。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２ 年期间，有 ３２ 万土耳其族移居土耳其。② 这次移民潮主要受经济因素驱动，大批土耳其族前

往土耳其和西欧寻求就业机会。 从 １８７８ 年保加利亚“自治”到 １９８４ 年“复兴进程”开始前，保加利

亚土耳其族移民土耳其的总人数将近 ７２ 万。③ 加上 １９８９ 年移民土耳其的 ３０ 多万土耳其族，保加

利亚转轨前一百多年，有超过一百万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迁往土耳其。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移民活动，时间久、频度高、规模大，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移民潮与重

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往往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紧张之际，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躲避战

争以及抗拒保加利亚政府民族政策的重大变化。 第二，１９４６—１９８９ 年保加利亚共产党执政时期，
保加利亚政府关于土耳其族的政策并不稳定，中间出现了几次反复。 相对容忍与驱逐同化政策交

替出现，但国家从未放弃将少数民族融入保加利亚主体社会的意图，而土耳其族则将土耳其视为精

神祖国，固守自己的身份，抵制保加利亚政府的同化政策。 第四，对于保加利亚政府而言，保加利亚

土耳其族多次向外移民，某种程度上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但移民无法根本性消除保加利亚政府的疑

虑，也未能解决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与土耳其族的深层矛盾。 较大的人口基数和高出生率使得土耳

其族始终是保加利亚第一大少数民族。④ 保加利亚政府对土耳其族的强迫性移民不仅未能解决问

题，还引发了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甚至造成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
（三）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地位问题

对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来说，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土耳其族的地

位问题，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利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核心诉求。 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

立以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盛行。 不过，当时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相关法律赋予了保加利亚国内少

数民族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１８７８ 年欧洲列强签署的《柏林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境内的穆斯林享

有同等的政治权利。⑤ １８７９ 年保加利亚宪法同样承认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非东正教徒的宗教自由。⑥

１９１９ 年《纳伊条约》重申了对保加利亚境内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根据这一条约，保加利亚语虽然

是官方语言，但是少数民族的母语也被允许使用，少数民族还可以开设自己的宗教机构和语言学

校。⑦ １９２５ 年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签署友好条约，确认《纳伊条约》适用于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⑧

关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保加利亚宪法先后做了数次修改。 １９４７ 年保加利亚宪法承认

少数民族的存在，规定少数民族必须学习保加利亚语，同时也有接受母语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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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ｒｉｎａ Ｖａｓｉｌｅｖ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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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 ｎｏ． ４， ２００２．
Ｄａｒｉｎａ Ｖａｓｉｌｅｖ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 年保加利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保加利亚总人口为 ７９２８９０１ 人，土耳其族人数为７４６６６４，占总人口的９． ４％ ；２０１１ 年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土耳其族人口数量为 ５８８３１８ 人，大约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 ８． ８％ 。 ２０１１ 年之后，保加利亚未再开展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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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Ｙｏｎｃａ Ｋöｋｓ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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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① １９７１ 年保加利亚对宪法进行修改，删除了“少数民族”的提法。 １９７５ 年保加利亚公民的个

人身份证上删除了“民族”一栏。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保加利亚开始政治经济转轨，司法方面也进行

了根本性的改革，但是 １９９１ 通过的新宪法没有提到“少数民族”一词，规定所有保加利亚公民，无
论其宗教、种族差异，都平等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和权利，用公民的个人权利取代民族意义上的集

体权利。③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保加利亚独立之后，留在保加利亚

的土耳其族虽处境艰难，但仍然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教育系统，由土耳其族社区参与办学，采用

土耳其语教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儿童基本上在土耳其社区的私立学校接

受教育。 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非常有限，资金和师资严重不足。 只有大约 ５０％的学龄儿童上过小

学，其中许多人在完成小学教育前已经辍学。 １９０５ 年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识字率只有 ４％ 。④ 此后

４０ 年里，土耳其族的教育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和土耳其族的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 保加利亚

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实行了一些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保加利亚共产党

通过法令恢复了早些时候被强行改名的所有穆斯林的名字。⑤ 土耳其语学校的数量增加，土耳其

族居住的主要城市出版了土耳其语的期刊和报纸。 在土耳其族的教育问题上，保加利亚政府鼓励

土耳其族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 １９４６ 年政府决定向土耳其族开设的学校拨款，允许土耳其族适龄

儿童学习土耳其语，但必须同时学习保加利亚语。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以后，保加利亚族人口增长几乎陷入停滞，而土耳其族人口迅速增长。
１９４０—１９６０ 年，保加利亚农村地区穆斯林家庭的平均子女人数，从 ２ 名增加到 ３ 名。⑦ 土耳其族人

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保加利亚政府的警觉，成为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土耳其族和穆斯林的政策显

著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 １９５５ 年开始，保加利亚高中土耳其语班被取消。 １９５９ 年保加利亚政府决

定将土耳其族运营的学校纳入保加利亚教育部管辖，土耳其语下降为选修课程。⑧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穆斯林家庭平均子女人数进一步增加到 ５—６ 名。 １９６８ 年保加利亚有 ８ 万名儿童出生，其中只有

２． ５ 万名是保加利亚族。⑨ 面对其他族群人口的激增，保加利亚开始强化对非保加利亚族的融合。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政府通过了将穆斯林整合进保加利亚社会的决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保加利亚政府开始关闭国内土耳其族开办的学校、报纸。 １９７１ 年

保加利亚共产党党章规定要创建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１９７１ 年宪法通过后，建立语言和文化单一

的民族国家成为明确的政府政策。 对土耳其族等少数族裔同化的压力增强，已经土耳其化的保加

利亚穆斯林被要求采用斯拉夫人的名字。�I0 １９７２ 年土耳其语课程被禁止，土耳其语书籍从书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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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 年保加利亚政府开始强迫穆斯林改名和强行为新生儿起名，同时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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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消失，土耳其电台广播也被停止，仅存的几份土耳其语报纸开始以双语版出版。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文化权利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保加利亚政府对

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达到顶点。 自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保加利亚转轨以来，包
括土耳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待遇大大改善，土耳其族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

二、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关系中的土耳其族问题

作为奥斯曼遗产的一部分，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问题始终受到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关系的影响。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凯末尔将“土耳其人”界定为居住在土耳其共和国现有国界之内的

国民，压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国内的影响。 凯末尔主义者在周边实行睦邻政策，尽力避

免因为境外土耳其人而卷入与周边国家的冲突。 然而，历史和地缘因素使得凯末尔及之后的领导

人不能完全忽视境外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土耳其在血缘和文化方面最为密切的巴尔干地

区的土耳其族。 １９２５ 年，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确认《纳伊条约》适用于土耳其

少数民族。 这一条约确认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少数民族的存在，并赋予土耳其与这一少数民族的

法律联系。① 土耳其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程度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 来自巴尔干的移民最受欢迎，
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地位最高，被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照顾和权利。② 土耳其社会普遍认为来自

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族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土耳其联系最为密切。 历史上，土耳其政府尽己所能，多
次接纳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

二战后，保加利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土耳其则继续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加入北约。 社会制度的不同和阵营之间的对抗使得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

土耳其族问题更加复杂。 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两国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态度的重要因素。 保加利亚

担心土耳其利用境外的土耳其族进行反共宣传。 １９４７ 年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警告国内的

土耳其族不要成为保加利亚敌人的代理人。③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保加利亚契尔文科夫政府向土耳

其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土耳其在 ３ 个月内接收 ２５ 万土耳其人。④ 土耳其认为，这是苏东

集团借此惩罚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向土耳其施压。 在土耳其看来，被驱逐的土耳其族大多来自土

地最为肥沃、适于耕作的多布罗加，保加利亚政府通过驱逐土耳其族，获得了大量土地，以推进农业

集体化。 土耳其以经济难以承受为由，希望将每年接收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控制在 ２． ５ 万至 ３ 万

人以内。 这与保加利亚的要求相去甚远。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保加利亚再次向土耳其发出照会，谴
责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煽动叛乱。 随后保加利亚向 ２５ 万土耳其族发放通行证。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土耳其政府被迫关闭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边界。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年，１５ 万保加利亚移民被赋予了土耳

其公民权，他们大部分是保加利亚农业集体化的受害者，后来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在

土耳其政府看来，来自保加利亚的大规模移民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土耳其优于社会主义的保加利

亚的有力例证。⑤ 在 １９５１—１９６３ 年的 １２ 年中，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跌入低谷。 保加利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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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的土耳其族移民国外。 １９５８ 年，保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实施更加

严格的政策。 １９６４ 年“约翰逊信件”①曝光后，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出现裂痕，开始寻求改善与苏联和

东欧国家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的关系回暖，１９６８ 年双方达成协议，保加利亚

允许国内土耳其族前往土耳其与其家人团聚。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的强硬政策是促成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政

策变化的重要因素。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保加利亚国防部称土耳其准备以代号 Ｋıｌıç（剑）对希腊发动进

攻。 保加利亚政府怀疑土耳其可能利用海外土耳其人，作为未来领土扩张的手段。 同年 ２ 月，保共

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通过政治宣传使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更好地融合”。 这些措施包括为穆斯林

改名、关闭清真寺。②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政府对国内的土耳其族实行

规模空前的同化政策。 这一政策的出台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 其中，土耳其人的高出生率

使得保加利亚政府非常担忧。③ 有学者认为，鼓吹民族主义可能会增加国内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

掩盖保加利亚的经济困境。④ 更多的学者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爆发后，土耳其出兵占领塞浦路斯北

部，使得保加利亚担忧土耳其利用境外土耳其族在巴尔干扩张。 日夫科夫在 １９９７ 年出版的回忆录

将发起“复兴进程”政策归咎于土耳其，宣称土耳其政府暗地里在保加利亚穆斯林中推行“泛突厥”
运动，煽动分离主义，因此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⑤

１９８３ 年图尔古特·厄扎尔担任土耳其领导人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做了重大调整。 与凯末尔

主义者的看法相反，厄扎尔代表的一批精英对于“土耳其人”边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生活在

伊拉克、保加利亚、高加索的土耳其人乃至中亚的突厥人在文化、历史和种族方面与土耳其民族存

在密切联系，即土耳其民族不再局限于安纳托利亚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现有疆界。⑥ 厄扎尔不再将

境外土耳其人视为负担，认为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同胞”是土耳其在国际上增强影响力的重要资

产。 厄扎尔政府密切关注保加利亚局势和土耳其族的处境。 １９８４ 年保加利亚政府发起的“复兴进

程”遭到了国内土耳其族各种形式的抵制。 １９８５ 年夏成立的“保加利亚土耳其人民族自由运动”进
行了暴力抗议，在一些地区引爆炸弹。 同年 ５ 月，保加利亚东北部的土耳其族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

游行。 保加利亚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大约有 ２０—３５ 名示威者死亡，数百人受伤。⑦ 组织抗议活动的

土耳其族大多被强制要求移民或者投入监狱。
对此，土耳其政府除了直接和保加利亚进行外交交涉以外，还在国际上发起一系列外交活动，

谴责保加利亚政府对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保加利亚则认为本国穆斯林社

区的事务纯属内部事务。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保加利亚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柳博米尔·肖波夫在记者招

待会上宣称，保加利亚境内所谓的“土耳其人”与土耳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土耳其没有任何历史

权利……”也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声称保加利亚境内存在‘土耳其少数民族’或‘土耳其同胞’”。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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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９６４ 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信给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威胁如果土耳其不取消对塞浦路斯岛的军事干预计划，北约将取消对

土耳其的军事保护。 这一事件严重动摇了土耳其对美国的信任，美土联盟出现裂痕。
Ｔｏｎｋａ Ｋｏｓｔａｄｉｎｏｖａ，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üｄｏｓｔｅｕｒｏｐａ，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Ｄａｒｉｎａ Ｖａｓｉｌｅｖ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美〕克兰普顿著，周旭东译：《保加利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９２ 页。
Ｒｏｓｓｅｎ Ｖａｓｓｉｌｅｖ， “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Ｍｕｈｉｔｔｉｎ Ａｔａｍａｎ， “Öｚ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４，

２００２．
Ｋｅｍａｌ Ｋａｒｐ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４， １９９５．
Ａｌｉ Ｅｍｉｎｏｖ，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ｕｒ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７， ｐ． １９６．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土耳其向联合国申诉，要求保加利亚停止迫害土耳其族。 联合国要求向保加利亚派

出独立的代表团，但被保加利亚拒绝。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复兴进程”达到高潮时，土耳其也未

采取支持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进行暴力抗争的政策，对土耳其族的支持是有限的、克制的。
１９８９ 年底，保加利亚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兴进程”难以为继。 保加利亚新政府最

终放弃了对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困扰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双边关系的最大障碍得以消除。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４ 年，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签署了几份睦邻友好条约和安全合作条约，双方一致同意从两国边境

撤军。① 土保双边关系的改善为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解决创造了积极的氛围，土耳其族在争

取政治和文化权利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保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实现历史性和解。 １９９７ 年，
保加利亚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访问土耳其，为保加利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粗暴对待国内土耳其

族的行为道歉。② 土耳其积极支持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和欧盟，两国关系极大地改善。
此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关系总体稳定，两国成为彼此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两国签署协定，解决了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陆地边界和黑海领水的划界问题。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
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然而，土耳其族问题仍然是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２００２ 年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执政后，对境外土耳其族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发党政

府将加强与境外土耳其族的联系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把移民视为增强土耳其海外影响力的战略资

产。③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政府发行了一本名为《 ＋ ９０》④的季刊，发布关于海外土耳其人的信息和新闻，
其中一个主要栏目《移民记忆》中有大量关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的报道。⑤

土耳其族问题还影响到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国内政治。 至今仍有 ２０ 万持保加利亚护照

的土耳其族在土耳其定居，但在保加利亚选举期间，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返回保加利亚参加投票。 对

此，保加利亚国内的民族主义者颇为不满。 此外，土耳其大选期间，埃尔多安在海外土耳其族中的

“拉票”行为也引起了保加利亚的反感和疑虑。 保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指责土耳其“干涉”保
加利亚内政，表示索菲亚不会接受。⑥ 尽管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围绕土耳其族

问题，两国关系中仍有一些杂音。 保加利亚民众仍然对“土耳其族问题”非常敏感，对于土耳其族

政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疑虑并未消除。

三、转轨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问题的治理与民族和解

日夫科夫政府对国内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严重损害了保加利亚的国

家形象，使保加利亚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美国和欧共体多次要求保加利亚停止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给予保加利亚坚定的支持。⑦ 除了国际上的压力，对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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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 Ａｒａｓｔɩｒｍａｌａｒɩ， ｖｏｌ． ６， ｎｏ． ２２， ２００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ｉｓｈｋｕ， “ Ｔｕｒｋｉｓｈ⁃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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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９０ 为土耳其国际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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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进程”，国内也存在反对的声音。 一些保加利亚族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专制政权腐败的一种

表现。①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保加利亚 １２１ 名知识分子签署公开信，对日夫科夫的民族政策进行了

尖锐地批评，强调所有人都有权确定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要求政府必须立即放弃旧有的政

策。② 土耳其族要求撤销同化政策并赔偿在改名运动中土耳其族遭受的迫害，并为此发起了大规

模的游行示威，成为 １９８９ 年保加利亚国内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先导。
（一）转轨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的政策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保加利亚执政 ３３ 年的日夫科夫被迫辞去共产党中央书记和国务委员会

主席的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掌握了权力。 １２ 月 ２９ 日，保共中央讨论民族问题，指出

日夫科夫在 １９８５ 年以来实行的同化土耳其族的“复兴进程”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违背了宪法，
破坏了民族团结，宣布恢复土耳其族人的土语名字，并赦免因抵抗这场运动而被监禁的人。③ 保共

内部改革派主导的新政府迈出了民族和解的第一步。
保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 决议通过的第二天，部分地方政府

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反对关于恢复土耳其族土语名字和追回以低价出售的土耳其族财产的决议。
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在保加利亚东南部成立了“维护国家利益委员会”，并在卡扎里市举行大规

模示威，反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④ 随后几天，保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混居城镇也发生了类

似的示威和罢工。 抗议者还在首都索菲亚进行了近两周的集会，要求取消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决定。 保

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声称，这项决定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做出的，没有充分考虑保加利亚人民的

意见，因此是不民主的，敦促就这个“国家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保加利亚族的民族主义动员引起

了反对它的组织的反动员，其中最突出的是非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人权团体和土耳其族的大

规模动员。 改革派主导的新政府拒绝了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认为人权问题不能通过全民公决

解决。 保加利亚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也公开支持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
为避免局势升级，保加利亚政府与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组成“公民社会委员会”，于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举行了旨在结束民族冲突和恢复社会秩序的紧急会谈。 委员会囊括了保加利亚政治谱系中

各种派别，最终达成妥协，签署了一份草案，谴责了过去对保加利亚少数民族权利的侵犯，承诺恢复

土耳其族的名字和宗教自由，但反对民族分离主义，拒绝土耳其族自治，并确认保加利亚语为唯一

的官方语言。 至此，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和罢工暂时结束。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议会批准了这一草

案，宣布特赦在“复兴进程”中被判刑的公民。⑤ 尽管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势力与土耳其族存在严重

分歧，但是双方都承认和解和合作对国家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民族主义对新的民族和解政策的

挑战被初步遏制。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再次在民族混居地区举行示威游行，认为政府在少数民族

权利问题上让步太多。 土耳其族和其他穆斯林同样在首都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解决返回保加

利亚的土耳其族面临的就业、住房和教育困难。 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民族问题公共委员会”
的政治磋商结构，其中包括执政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土耳其族人组建的“权力与自由运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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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工会和其他相关公共组织的代表。 “民族问题公共委员会”发出呼吁，
要求各方保持冷静和宽容。 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在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土耳其族的权利诉

求之间进行平衡。 不同民族宗教团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机制最终缓和了双方的敌意，使得民族之

间的冲突能够在体制渠道内进行，逐渐将最初的爆炸性分歧化解为妥协性解决方案。
随着政治转轨的推进，土耳其族的地位提高，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扩大。 到 １９９１ 年春，保加

利亚政府批准了 ６０ 万项恢复穆斯林姓名的请求。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通过的法案宣布，那些因为拒绝改

名而被判刑的人在政治和公民权方面的权利得到了恢复。 １９９１ 年通过的新宪法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规

定“凡母语不是保语的公民在必须学习保语的同时，有权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①，确认了非保加

利亚血统的公民有学习和使用母语以及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政府发布法令，规
定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每周可以学习 ４ 个小时的本民族语言选修课。 同年 １２ 月，保加利亚教育

部宣布，从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开始，将在土耳其族学生占多数的学校开设土耳其语必修课，在土耳其学生

占少数的学校开设土耳其语选修课。 １９９４ 年保加利亚教育部允许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可以每周

上 ４ 个小时的母语课程，并将授课时间放宽到整个小学阶段。 １９９０ 年保加利亚《新光明报》改为保

加利亚语和土耳其语双语发行，不久出现了一批土耳其语的报刊。 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 日首次开播了土耳其语新闻节目。②

土耳其族的宗教自由得到法律保护。 保加利亚通过立法规定个人宗教信仰自由。 社会主义时

期关闭的伊斯兰学校重新开放，一些伊斯兰宗教学校得到修复，还出现了一批新的宗教学校。 保加

利亚首都索菲亚也被允许建立伊斯兰宗教学院。 １９９２ 年底，保加利亚开放的清真寺接近 １０００ 座，
比 １９８９ 年的 ３００ 座大幅增加。③ 政府还取消了对伊斯兰教宗教文本的出版、进口和销售的限制。
土耳其语版本的宗教经典被允许合法销售。 穆斯林可以自由庆祝重要的宗教节日，举行传统的婚

礼和葬礼。
土耳其族的政治权利也得到保障，保加利亚政府同意代表土耳其族利益的政党参与保加利亚

的政治和选举。 艾哈迈德·多甘于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组建了以土耳其族为主体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

动”，成为保加利亚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政党。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是持中间立场的

党派，主要目标是保护保加利亚的少数族裔，特别是土耳其族的权利。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
立以后，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在历届选举中一直稳居议会前四大政党之列，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

发挥着重要影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其成员出任

了多位政府部长。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保加利亚社会党联合执政。 ２０１４ 年议

会选举中，这一政党得到了 ３％的保加利亚族、８３％ 的土耳其族和 ４４％ 的吉卜赛人的支持，在议会

选举中获得 ３８ 个席位，赢得 １４． ８４％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三大党。④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欧

盟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议会中占有 ４ 个席位。⑤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 ２０２２ 年选举中获得

１３． ６６％的选票，再次保持了议会第三大党的地位。 目前，除了“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外，保加利

亚还有三个土耳其族人组成的小党：民主阵线运动、民主和正义党、保加利亚土耳其人联盟，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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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成巴尔干民主联盟，但在选举中未能达到跨过 ４％的议会门槛。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主流政治派别温和的态度和策略在民族和解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权

利与自由运动”在坚持文化权利的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和自治主张。 保加利亚主流社

会一直担忧“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为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第五纵队”。 为了避免引发保加利

亚族的强烈反应，艾哈迈德·多甘一再宣传该党以保加利亚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涉及土耳其

的问题上态度谨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卢特菲· 梅斯坦当选为“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第二任主

席。 ２０１５ 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的战斗机后，卢特菲·梅斯坦公开表态支持土耳其，在保加利亚引

发争议。 在党内仍有巨大影响的艾哈迈德·多甘通过中央委员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解除了卢

特菲·梅斯坦的党主席职务。 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则将艾哈迈德·多甘列入黑名单，禁止他入

境土耳其。 总体来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立以后，其领导层是清醒、克制的，一直强调自由

主义和亲欧洲主义是自己的核心理念。 他们没有发起独立运动，甚至没有推动保加利亚政府承认

土耳其族是少数民族。① 该党始终在宪法和民主框架之内争取基本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只是要求

承认土耳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致力于与所有其他公民平等地参与该国的政治、社会、
经济和宗教生活。

（二）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治理中的潜在问题

尽管保加利亚在加入欧盟前后进行了多项改革，在制度和法律方面保护少数族裔权利，但是民

族主义情绪和歧视少数族裔的声音在保加利亚仍然存在。 ２００５ 年保加利亚议会选举中，公开鼓吹

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阿塔卡党获得了 ８． １％ 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有 ２１ 个席位。② 其领导人沃

伦·锡德罗夫以反土耳其人、反吉卜赛人为口号，在 ２００６ 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吸引了高达

２４％的选票。③ 媒体认为锡德罗夫是与法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勒庞类似的人物。 阿塔卡党的主要支

持者来自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和对转轨后出现腐败等社会问题不满的年轻人。 ２００７ 年阿塔卡

党在欧洲议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 ２００９ 年阿塔卡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 ９． ３％ 的选票。④ “争取权

利与自由运动”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给外界土耳其族政党的印象，但事实上它的党员和支持者绝

大部分来自土耳其族。 ２００９ 年它在保加利亚族中只有 １． ６％的支持率。⑤ 保加利亚的极端民族主

义政党和右翼政党多次攻击“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选举中舞弊，称有不少居住在土耳其的保加

利亚土耳其族在选举中返回保加利亚投票。
横亘在土耳其族和保加利亚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心理鸿沟不会轻易消除，对彼此的疑虑依然

真实存在。 历史上强迫同化政策的创伤增加了土耳其族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 保

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疏离的，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非常有限。 在很大程度

上，土耳其族把与保加利亚族的接触限制在正式场合和工作场所。 土耳其族生活在独立的社区，日
常交际和语言也基本使用土耳其语。⑥ 未来在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的民族主

义者可能煽动仇外心理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土耳其族视为“替罪羊”，试图通过保持族群关系

的紧张来保持主体民族的“团结”。 土耳其族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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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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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盟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影响

欧盟对于候选成员国的入盟标准几乎影响了中东欧国家国内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其少数民

族政策。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哥本哈根会议上欧洲理事会制定了成员资格标准，即“哥本哈根标准”。 其

中有一条规定：候选国必须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欧洲委员

会每年都会发表关于候选国进展情况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成为监测候选国入盟进程的重要手段。
２０００ 年欧盟通过了非歧视条款，要求候选国家将非歧视原则纳入国家立法。 其中“种族平等”条款

禁止候选国基于种族差异，在就业、培训、社保、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直接和间接歧视。 这一条

款要求欧盟 １２ 个成员国必须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之前实施这一法令，欧盟候选国也必须效仿。①

正是欧盟的指令促使中东欧国家通过了反歧视立法。 欧盟虽然没有硬性要求入盟候选国加入《保
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②，但它表达了对候选国加入的期望，这对候选国具有潜在的约束和影响。
保加利亚 １９９９ 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在 ２００７ 年最终加入欧盟，这对保加利亚民族问题的解决

发挥了积极影响。 欧盟设定的入盟条件有助于遏制保加利亚国内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

的歧视倾向。
欧盟是保加利亚少数民族政策改变的关键因素。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保加利亚正式申请加入

欧盟。 在 １９９５ 年所有其他中东欧国家签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之后，保加利亚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 保加利亚国内对批准这一公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反对承认国内

存在少数民族。 欧盟在 １９９９ 年的报告中认为，所有中东欧候选国家都符合政治标准，但是其中一

些国家在人权和少数民族保护方面仍需取得进展③ ，这带有明显的督促和告诫保加利亚的含义。
保加利亚为了尽快达到入盟标准，出台了一些保护国内少数族裔权利的政策。 在欧盟的影响下，保
加利亚各主要政党最终就批准《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达成一致意见，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７ 日保加利亚

议会正式批准了这一公约。 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的年度报告中一再提醒保加利亚，需要在

反对种族歧视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改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保加利亚按照欧盟的要求，通过了《反
歧视保护法》。

在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上，欧共体 ／欧盟直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保加利亚转轨之前，
欧共体就在土耳其族问题上向保加利亚施压。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称，如果保加

利亚继续虐待国内的土耳其族公民，欧洲议会将对保加利亚采取经济制裁④。 保加利亚开始转轨

后，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９３ 名议员根据新宪法第 １１ 条“不得以种族、人种或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政党”⑤

的规定，要求取缔“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 １９９２ 年宪法法院以基于种族原因取缔一个政党属于种

族歧视，并且违反欧洲宪法和《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为由驳回了这一要求，“争取权利与自由运

动”得以继续存在。 １９９９ 年保加利亚成为欧盟候选国后，欧盟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和明确。⑥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保加利亚科斯托夫政府根据 １９９９ 年与欧盟签署的入盟进程框架协议，采取进一步的

８３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Ｂｅｒｎｄ Ｒｅｃｈｅｌ，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Ｕ’ 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这是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少数民族保护的区域性法律文件中最全面的一个公约，并且是第一个致力于将少数民族保护作为

人权保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 参见廖敏文：《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评述》，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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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通过），载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７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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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使少数民族权利制度化。①

欧盟还直接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关系上施加影响，支持两国改善关系。 欧盟成员国身份是保

加利亚和土耳其共同的政策目标。 除了政治和经济标准外，候选成员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领土争

端也是入盟的潜在标准。 为了加入欧盟，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国内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也致力于改

善彼此的关系。 土耳其一开始就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和经济转轨持欢迎态度，并支持保加利亚加入

北约。 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入盟问题上相互支持。 对于保加利亚来说，土耳其加入欧盟接受欧盟

的约束，符合保加利亚的利益。 冷战时期土耳其为保护离散土耳其人而出兵塞浦路斯的举动一度

让保加利亚非常担心。 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安全感的缺

乏。 欧盟被设想为安全提供者，如果两国都成为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可能自行其是的担

忧将大大缓解。 而安全顾虑的缓解有助于保加利亚在国内采取更加包容的少数民族政策。 欧洲一

体化也得到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的支持。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艾哈迈

德·多甘坚信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权利在欧洲 － 大西洋结构中能得到最好的维护。② 正是在共同

的欧洲愿景下，保加利亚国内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相互妥协，推进两族的政治和解进程，以便更加

顺利地加入欧盟。 近些年来，欧盟多次肯定了保加利亚在少数族裔政策上的进步，甚至已经不再将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欧共体 ／欧盟的规范力量在解决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冷战

结束前后，保加利亚开始政治经济转轨，以“回归欧洲”为主要战略方向。 保加利亚亟须在各个方

面满足欧共体 ／欧盟的入盟标准，树立新的国家形象。 欧共体 ／欧盟通过经济援助、政策引导和制度

规范，一方面促使保加利亚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保加利亚

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推进保加利亚的民主改革。 入盟前景要求保加利亚政府改善国内土耳其族

的处境并与土耳其族和解。 正是在欧共体 ／欧盟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出台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系列

文件，宪法法院否决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要求取缔土耳其族政党的要求。 在保加利亚民族和解

进程中，欧共体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时刻甚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五、结　 　 语

历史上保加利亚政府多次采取对土耳其族等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同化政策，土耳其族和保加利

亚族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冷战后保加利亚没有像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出现族群间的暴力冲

突。 随着保加利亚政治转轨和保土两国关系的改善，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之间实现政治

和解。 土耳其族地位提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并积极参与保加利亚的议会选举，
成为保加利亚政坛当中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尽管保加利亚仍然存在民族问题，罗姆人依旧遭

到社会的歧视，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疏离依然存在，但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已经不再被

认为是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问题。
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妥协是民族和解的基础。 土耳其族精英的态

度和策略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采取了克制和务实的态度，始终强调合法维

权而非暴力对抗的理念，抵制了土耳其族内部要求从保加利亚分离或者并入土耳其的激进主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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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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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走议会斗争的道路。 在“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的影响下，土耳其族坚持在公共场合使用土耳其

语和在学校学习土耳其语的权利，但是承认保加利亚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普遍认同土耳其族公民

应在与保加利亚人平等的基础上融入保加利亚社会。 保加利亚改革派精英也做出了很多让步和妥

协。 政府承认了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权利，但是拒绝了土耳其族激进势力

要求自治的主张。 虽然没有提到追究“复兴进程”领导者的责任，但保加利亚政府在各方面做出和

解的姿态，公开否定和批判“复兴进程”并向土耳其族道歉。 对于在公立学校开设土耳其语课程的

问题，政府最终决定在公立学校将土耳其语列为选修课，对每周课时安排做了限制，也是双方妥协

的结果。
保加利亚的民族和解与保加利亚转轨、入欧以及保土两国关系改善，基本上是同步的过程。 保

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形式上表现为土耳其族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但其实质仍然是认同问题。 保加

利亚转轨过程中，通过制度性安排将土耳其族纳入新的国家政治体系，赋予土耳其族完整的公民

权、政治参与权和文化语言权利，加强了土耳其族对保加利亚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同时保加利亚主

体民族和土耳其族都支持入欧立场，将欧洲认同作为国家认同之外的另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 土

耳其和保加利亚共同的欧盟愿景也改善了两国关系，为土耳其族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的和解奠定

了基础。 保加利亚转轨中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由紧张走向和解，为巴尔干族群关

系带来新的希望，即存在历史积怨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有可能实现全面和解。 历史不能忘记，但
可以超越。 民族国家可以褪去神话的色彩，可以重新想象为多样性、包容性的政治空间。 族群和宗

教问题也并非巴尔干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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